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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腐败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利用全球 62 个国家和地区的“感知清廉”指数、Hofstede

“权力距离”文化价值观维度和其他相关数据，对权力距离与腐败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权力距离对

腐败程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

权力距离主要是通过“社会监督”途径而非“资源集中”途径对腐败产生影响。这一结论为从权力距离角度深入

理解腐败产生的文化根源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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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职位中的权力来谋取个人私

利的交易行为[1−2]。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权

力滥用引发的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一直是困扰国际社

会的难题，它阻碍了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拉大了社

会收入差距，破坏了社会秩序与和谐稳定[3]。因此，

世界各国采取了各种反腐败措施。2014 年，旨在加强

国际反腐败合作的《北京反腐败宣言》指出，腐败会

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阻碍经

济健康发展，是必须治理的社会“毒瘤”，习近平总书

记也提出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在这一背景

下，深刻理解腐败产生的原因，对于反腐而言十分   

迫切。 

作为中国社会典型特点之一的高权力距离是否是

社会腐败的推动因素？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背后机制

是什么？对此，本文试图寻找一个明确的答案。“权力

距离”(power distance)是 Hofstede[4]提出的文化价值观

维度之一，反映了一国社会对该国组织中不同等级间

权力不平等的接受程度。高权力距离社会意味着人们

对当权者的高度尊重和信赖。与权力距离密切相关的

儒家思想利用“忠孝”来维系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和 

尊卑等级架构。通过建立一套“君臣父子”的严格社

会等级，儒家思想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较高的权力距

离[5]。经过儒家学说千百年的统治，较高的权力距离

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特征。在这种崇尚权威

的社会氛围中，权力距离对腐败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现有研究表明权力距离对社会腐败存在正向影

响，但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仍不清楚。许多研究使用全

球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高权力距离显著提高了腐

败水平[6−8]。Akbar 和 Vujić使用世界价值观数据也发

现等级观念越强则腐败程度越大[9]。然而，这些研究

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此外，权

力距离对腐败的影响机制也有待检验，这为本文留下

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确

认权力距离对腐败的影响，并对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

“社会监督”和“资源集中”两种可能的影响机制进

行检验。本文使用透明国际(TI)发布的全球清廉程度

排行榜“感知清廉指数”(index of perceived corruption, 

IPC)来反向代理各国的感知腐败程度，用 Hofstede 的

各国文化维度数据度量权力距离。研究结果表明，给

定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权力距离会导致更

大程度的腐败。中介作用检验显示，权力距离通过“社

会监督”途径而非“资源集中”途径影响腐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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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实证结果确认了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主要途

径，弥补了当前缺乏两者间影响机制的研究的不足。

此外，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了以前研究中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的

研究结论也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为通过提高媒体自

由度、加强社会监督降低腐败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是影响腐败的两大因素。研

究表明，一国人均 GDP 可以很好地解释该国腐败水 

平[10]；此外，一个经济体的政府规模越大、政府介入

程度越高则可能有越高的腐败水平[11]。另一方面，高

贸易开放度、高经济自由度、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等均

对腐败具有抑制作用[12−13]；良好的社会制度也会通过

增加社会监督、提高腐败成本而减少腐败行为，而媒

体自由和公民自由则可以通过监督和曝光腐败行为抑

制腐败[14]。 

社会文化也会显著影响一国的腐败水平。一国文

化土壤如果有利于腐败滋生，那么人们更倾向于违反

社会规范。Fisman 和 Miguel[15]采用自然实验方法研究

了拥有外交豁免权的他国外交人员在纽约停车场的违

规行为，发现来自高腐败程度国家的外交人员更倾向

于违规。直接考察文化因素与腐败之间关系的跨国实

证研究发现，一国文化价值观、殖民传统、种族语言、

宗教等因素可以较好地解释该国的腐败水平[16]。因

而，Park 指出一国的腐败是由该国文化决定的[17]。 

权力距离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使用

Hofstede 文化维度数据的多数研究发现，权力距离与

腐败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比如，Husted 等使

用全球主要国家的 Hofstede 文化数据和感知清廉指数

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发现高权力距离显著与高腐败

水平相联系[7]。但是，Bontis 利用 GLOBE 数据研究发

现，在控制了 GDP 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之后,权力距

离对腐败的影响消失了[18]。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使用 Hofstede 文化维度的相关研究并未考虑遗漏重要

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研究结论不够准确。 

高权力距离的社会常常表现出资源配置的不均

衡，即权力大的一方常常控制着大部分资源，有能力

影响资源的分配[19]。麻宝斌[20]研究发现，在高权力距

离文化中，权力、地位与财富往往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当权者享有特权并不断运用权力来增加财富。一般而

言，钱权交易中，当权者可以较为隐蔽地将手中权力

转化为金钱。此外，部分当权者将这种行为看作权威

的一种象征进一步强化了此类行为。最后，民众对权

力的追求和对权威的依赖也使当权者成为社会资源的

分配者[21]。因而，权力距离越大的国家，社会稀缺资

源越可能向社会顶层集中，稀缺资源的分配就越不均

衡。在此情况下，社会底层对稀缺资源需求和供给的

矛盾就会催生钱权交易。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底层民

众不惜采用贿赂当权者的方式来获取稀缺资源，从而

增大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本文将这种当权者因掌握

稀缺资源而增大腐败可能性的影响机制称为“资源集

中”途径。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1 和研究假设 2

如下。 

H1：一国权力距离越大，该国腐败程度越高。 

H2：权力距离通过“资源集中”途径正向影响腐

败程度。 

权力距离不仅导致稀缺资源向社会顶层集中，还

使得对当权者腐败行为的监督缺位。在高权力距离社

会中，当权者较少受到社会监督，从而容易滋生寻租

行为，本文将其称作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社会监督”

途径。和本文的逻辑一致，周浩认为高权力距离的管

理者将上下级关系看作是不平等的，上级对下级的期

待便是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而不应该质疑或者试图

改变上级的决定。因而，在高权力距离管理者看来，

下属的建言(监督)行为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22]。从位

于企业权力金字塔下层的普通员工的角度出发，魏昕

和张志学[23]也发现中国企业员工有遵循权力距离的

倾向，导致对领导者的监督缺位。这种缺位直接降低

了寻租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为腐败盛行提供了条件。

贝克尔的腐败威慑理论也指出，被查处概率与惩罚严

厉程度的乘积决定了腐败发生的概率。因此，在高权

力距离文化下，当权者更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进

行钱权交易，腐败便成为一个高收益低成本的行为。

此外，高权力距离社会中媒体往往无法自由曝光社会

事件，而较低的媒体自由度和社会监督会加剧腐    

败[14]。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3。 

H3：权力距离通过“社会监督”途径正向影响腐

败程度。 

 

三、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全球 62 个国家和地区 2004 年到 2013



经济与管理                  饶育蕾，何鲁，彭叠峰，鲍玮：权力距离与社会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71

 

年间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相关数据①。权力距离(PDI)

采用Hofstede对 IBM公司全球员工调查得出的文化价

值观数据，该数据衡量了样本国家中人们对权力分配

不均的接受程度②。使用透明国际(TI)提供的各国感知

清廉指数(IPC)来反向代理腐败程度。该指数综合了多

个权威机构的民意测评和调查报告，经过专家评定形

成十分制的清廉指数，它反映了企业界、学者以及一

般民众对国家清廉程度的主观感受，得分越高表示一

国感知清廉程度越高③； 

其他相关变量中，经济环境、社会制度变量均采

用十年平均值。Hofstede 文化价值观变量中除权力距

离之外的其他文化价值观变量包括：(1)个人主义

(IDV)，即个体在群体中保持个人独立或融入群体的程

度；(2)阳性程度(MAS)，即社会对男女平等的认同程

度；(3)不确定性厌恶(UAI)，即一国社会对于不确定性

的容忍程度。参考 Treisman 和 Graeff 的做法，经济环

境控制变量包括：(1)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一国人均

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取其 10 年间平均值的自然

对数，即 LnGDP)④。(2)经济自由度(REG)，衡量了一

国政策和制度对经济自由的支持程度，得分越高表示

经济自由度越高，最高分为 10 分⑤。(3)基尼系数

(GINI)，衡量一国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程度，

数据也来自世界银行。参考 Brunetti 和周黎安[11]的研

究，社会制度环境控制变量包括：(1)政治稳定性程度

(PS)，用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中的政府稳定性数

据作为代理，它衡量了政府继续执政和执行计划的能

力，得分越高表明一国政治越稳定，最高分为 12 分⑥。

(2)法治程度(Law)，数据来自国家风险国际指南，衡

量了法律体系的强度和公平性以及人民遵守法律的程

度，得分越高表示法治程度越高，最高分为 6 分。(3)

民主程度，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提供的政治权

利(PR)和公民自由(CL)数据作为代理，得分越高代表

越高的民主程度，最高分为 7 分⑦。(4)媒体自由度 

(PF)，一国中媒体报道的自由程度，数据来自自由之

家，该数据取值为范围 0~100，数字越大表示媒体越

不自由。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样本为 62 个国家

和地区。 

表 1 显示，IPC、PDI、GINI 和 PF 等主要变量存

在较大的数据变异性，满足统计分析的要求。各变量

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2。可以看到，感知清廉指数

与权力距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感知清廉指数与

个人主义(IDV)、人均 GDP(LnGDP)、经济自由度

(REG)、法治程度(Law)、政治权利(PR)、公民自由(CL)

等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感知清廉指数与

不确定性厌恶(UAI)、GINI 系数(GINI)、媒体自由(PF)

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DI 权力距离 58.32 21.92 11.00 104.00 

IPC 感知清廉程度 5.52 2.30 2.05 9.38 

IDV 个人主义 44.37 24.33 6.00 91.00 

MAS 阳性程度 50.55 19.92 5.00 110.00 

UAI 不确定性厌恶 66.37 24.25 8.00 112.00 

LnGDP 人均 GDP 9.80 0.81 7.65 11.27 

REG 经济自由程度 7.05 0.84 4.80 8.99 

GINI 基尼系数 38.21 8.76 24.70 63.73 

PS 政治稳定性 7.82 0.92 6.20 10.63 

LAW 法治程度 4.17 1.33 1.66 6.00 

PR 政治权利 2.05 1.57 1.00 7.00 

CL 公民自由 2.17 1.36 1.00 6.00 

PF 媒体自由 34.52 20.87 9.80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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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 

PDI IPC MAS UAI IDV lnGDP REG GINI PS Law PR CL PF 

PDI 1.00  

IPC −0.69* 1.00  

MAS 0.15 −0.20 1.00  

UAI 0.20 −0.26* −0.03 1.00  

IDV −0.63* 0.69* 0.11 −0.24* 1.00  

lnGDP −0.56* 0.81* −0.10 −0.11 0.67* 1.00  

REG −0.41* 0.71* 0.01 −0.42* 0.58* 0.54* 1.00  

GINI 0.31* −0.40* 0.08 0.02 −0.48* −0.37* −0.26* 1.00      

PS 0.09 0.16 0.02 −0.32* 0.02 0.13 0.04 0.15 1.00 

Law −0.58* 0.82* −0.19 −0.22* 0.65* 0.72* 0.55* −0.64* 0.10 1.00 

PR −0.54* 0.58* −0.02 0.21 0.58* 0.58* 0.41* −0.32* −0.49* 0.42* 1.00 

CL −0.58* 0.70* −0.08 0.14 0.67* 0.69* 0.48* −0.40* −0.36* 0.56* 0.95* 1.00 

PF 0.66* −0.73* 0.09 −0.00 −0.68* −0.66* −0.53* 0.48* 0.35* −0.59* −0.92* −0.94* 1.00 

注：表中*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 10%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四、实证检验 

 

本文将权力距离作为感知清廉程度的主要解释变

量,在控制了其他可能的腐败影响因素后，采用 OLS

回归进行实证分析。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利用宗教

和血型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  

回归分析。之后，本文通过中介作用检验权力距离   

影响腐败的“资源集中”和“社会监督”两个可能     

途径。 

(一) 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权力距离对腐败程度的影响，本文参考

Husted(1999)建立感知清廉指数与权力距离关系的回

归模型[7]。 
 

0 1 iIPC PDI CV              (1) 
 

其中，CV 代表控制变量集，包括除权力距离外

的其他三个文化维度(IDV，MAS，UAI)、市场经济发

展 程 度 (GDP,REG) 以 及 社 会 制 度 环 境 变 量

(PS,LAW,PR,CL)。β1是 PDI 对 IPC 的回归系数，我们

预期 β1系数符号为负。 

为避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⑧ ，本文参考

Gorodnichenko 和 Roland 的做法，用各国主要人口所

信仰的宗教和各国 A、B、O 三种血型的人口比例分

别作为内生变量权力距离的工具变量[24]。我们使用皮

尤研究中心公布的 2010 年各国宗教分布数据，按照各

国主要人口信仰的第一大宗教构造一组虚拟变量作为

权力距离的工具变量，反映信仰的变量包括新教

(Protestant)、天主教(Catholic)、伊斯兰教(Muslims)、

其他宗教(Other)、不信教儒家文化圈(Infidel_confu)等

5 个变量。例如，英国大多数人信仰新教，那么新教

(Protestant)变量赋值为 1，其他宗教赋值为 0。 

最后，为了考察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程度的机理，

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的经典做法对“资源集中”

和“社会监督”两种途径进行中介作用检验[25]。本文

用 GINI 系数代理资源集中程度，用媒体自由度(PF)

代理社会监督程度⑨。具体来说，首先用权力距离对感

知清廉程度进行回归，再用 GINI 系数、PF 分别对权

力距离进行回归，最后两者一起再对感知清廉程度做

回归，对应回归模型见式(2)−(6)。 
 

0 1 iIPC PDI CV                (2) 
 

0 1 iPDI GINI CV                (3) 
 

0 1 iPDI PF CV                (4) 
 

0 1 2 iIPC PDI GINI CV                (5) 
 

0 1 2 iIPC PDI PF CV                (6) 

 

(二) 结果分析 

1. 权力距离对社会腐败的影响 

表 3 展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1)栏 PDI 的
系数为负，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符合我们

的预期；第(2)栏控制了文化维度后，PDI 的估计系数

变化较大，且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第(3)栏控制

了经济发展变量后，PDI 对 IPC 影响仍显著(t=5.1)；



经济与管理                  饶育蕾，何鲁，彭叠峰，鲍玮：权力距离与社会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73

 

第(4)栏中控制了政治和社会民主因素后，得到的结果

基本一致；第(5)栏中对前述影响因素均进行了控制，

回归结果显示 PDI 对 IPC 的影响仍然非常稳健

(t=3.59)，PDI 估计系数与第(4)栏相比变化不大。 

以上结果表明，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一国社会中

权力距离越大可能产生越多的腐败，权力距离每增加

1%，腐败程度会提高 0.024%。考虑到观测样本数目

较少可能出现小样本估计偏差，本文使用了重复抽样

的 Bootstrap 方法，结果和 OLS 回归得到的结论基本

一致。以上实证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1，即社会权力

距离越大会导致更严重的腐败。 

 

表 3  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 OLS 回归结果 

 (1) (2) (3) (4) (5) 

PDI −0.071*** −0.037*** −0.034*** −0.022***−0.024***

 (−7.06) (−3.10) (−5.10) (−2.97) (−3.59) 

IDV  0.041***   −0.010 

  (3.76)   (−1.37) 

MAS  −0.022**   −0.007 

  (−2.16)   (−1.32) 

UAI  −0.012   −0.008 

  (−1.47)   (−1.44) 

LnGDP   1.291***  0.477** 

   (6.41)  (2.11) 

REG   0.939***  0.696***

   (5.37)  (4.05) 

PS    0.787*** 0.639***

    (4.77) (4.36) 

Law    0.743*** 0.403***

    (5.58) (3.05) 

PR    −0.176 −0.194 

    (−0.60) (−0.76) 

CL    −0.572 −0.420 

    (−1.66) (−1.35) 

Constant 9.643*** 7.805*** −11.700*** −0.878 −6.628***

 (15.48) (6.47) (−5.65) (−0.58) (−2.75) 

N 62 62 59 61 58 

Adj R2 0.445 0.563 0.836 0.811 0.890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的回归系数 t 统计量；***、**、*分别

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 1%、5%和 10%的统计检验 

 

2. 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内生性检验 

为了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各国主要

人口所信仰的宗教和各国 A、B、O 三种血型的人口

比例分别作为权力距离的工具变量。对工具变量的有

效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发现，两组工具变量均严格外

生。表 4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PDI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负，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研究假设 1。 

 

表 4  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 2SLS 回归结果 

 
PDI 

 
IPC 

(1) (2) (3) (4) 

PDI  −0.039*** −0062***

 (−2.92) (−2.63) 

Atype −24.457     

 (−1.45)     

B type 66.314**     

 (2.29)     

O type 21.054**     

 (2.04)     

Protestant  −7.222    

  (−0.75)    

Catholic  4.907    

  (0.51)    

Muslims  15.028    

  (1.00)    

Other  12.337    

  (0.98)    

Infidel_confu  8.231    

  (0.51)    

Constant 89.043* 77.482  −10.960***−8.818***

(1.83) (1.59)  (−4.99) (−2.6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IV 血型 宗教  血型 宗教 

N 58 58  58 58 

R2 0.5281 0.4318  0.9026 0.9077 

注：(1)第 1、2 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第 3、4 列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2)第 1、3 列权力距离(文化)的工具变量为血型，而 2、4 列权力距离(文

化)的工具变量为宗教；(3)括号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的回归系数 t 统

计量(第 1 列和第 2 列)和 z 统计量(第 3 列和第 4 列)；***、**、*分别

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 1%、5%和 10%的统计检验；(4)本表控制变量

(Controls)和表 3 中控制变量相同 

 

3. 权力距离对腐败的影响途径检验 

为检验权力距离影响社会腐败的具体途径，本文

参考温忠麟，叶宝娟的做法，分别对“资源集中”和

“社会监督”两个途径进行检验，即分别通过表 5 中

第(1)、(2)、(3)列和第(1)、(4)、(5)列检验 GINI 系数

和 PF 的中介作用。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3 卷第 6 期 

 

74

 

 
表 5  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途径检验 

 (1) (2) (3) (4) (5) 

 IPC GINI IPC PF IPC 

PDI −0.027*** −0.078 −0.025*** 0.176** −0.020*** 

 (−4.658) (−1.425) (−4.342) (2.041) (−3.915) 

GINI   0.015   

   (1.195)   

PF     −0.036*** 

     (−3.355) 

UAI −0.003 −0.047 −0.002 −0.124 −0.007 

 (−0.483) (−1.337) (−0.364) (−1.655) (−1.327) 

lnGDP 0.627** 2.173 0.594** −1.045 0.590*** 

 (2.613) (1.005) (2.407) (−0.315) (2.772) 

REG 0.807*** −0.250 0.810*** −3.631* 0.677*** 

 (4.103) (−0.194) (4.217) (−1.972) (3.618) 

PS 0.558*** 1.666 0.533*** 3.651 0.689*** 

 (3.282) (1.499) (3.127) (1.526) (4.101) 

Law 0.410** −5.413*** 0.491*** −1.678 0.350** 

 (2.443) (−3.801) (2.817) (−1.038) (2.271) 

PR 0.162 1.341 0.142 1.193 0.205 

 (0.597) (0.722) (0.519) (0.341) (0.885) 

CL 0.258 −1.441 0.280 −8.207** −0.036 

 (0.770) (−0.540) (0.827) (−2.179) (−0.117) 

Constant −12.093*** 39.825** −12.693*** 88.586*** −8.926*** 

 (−6.519) (2.155) (−6.783) (3.630) (−4.223) 

N 58 58 58 58 58 

Adj R2 0.890 0.425 0.889 0.840 0.904 

注：(1)括号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的回归系数 t 统计量；(2)***、**、*分别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 1%、5%和 10%的统计检验 

 

如果“资源集中”途径成立，那么 GINI 系数的

对权力距离与腐败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即(1)、

(2)列中 PDI 的系数应当在统计上显著。但表 5 第(2)

列结果显示，PDI 的系数小于 0，说明权力距离越大，

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但是这一系数并不显著，表明

GINI 系数并非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中介变量，因而否

定了研究假设 2。可见，“资源集中”途径不是权力距

离影响腐败程度的主要机制。对于“社会监督”途径，

表中第(1)、(4)、(5)结果显示，第(4)列中 PDI 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而第(5)列中 PDI 和 PF 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为负，说明媒体自由 PF 对权力距离与腐败之间

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第(1)列中 PDI 的系数

绝对值比第(5)列中更大也侧面印证了 PF 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这与研究假设 3 一致，即权力距离会导致社

会监督减少，从而增大社会腐败。 

 

五、结论 

 

为了探究一国权力距离是否对该国腐败程度存在

影响以及其影响途径，本文用全球 62 个国家和地区的

感知清廉指数、权力距离等相关数据，首先使用工具

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对“资源

集中”和“社会监督”两个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

得出以下结论： 

(1) 在控制了其他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因素后，

一国社会中的权力距离与腐败程度正相关。 

(2) 使用各国宗教和血型分布构建权力距离的工

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权力距

离增大引起更严重的腐败。 

(3) 权力距离并非通过“资源集中”途径影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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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程度，而是通过“社会监督”途径对腐败产生影响。 

结合我国社会文化来看，权力距离对腐败产生影

响十分符合直觉。在儒家文化传统下，高权力距离是

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一大特点。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

中，当权者往往掌握较多的社会稀缺资源，普通民众

对权威的崇拜敬畏也使得当权者很少受到社会监督。

当从正常途径无法获得稀缺资源或者成本过高的情况

下，普通民众只能选择采用贿赂当权者等不正当方式。

换句话说，稀缺资源的错配为钱权交易提供了土壤，

增大了掌权者腐败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在其他高权力

距离国家也普遍适用。 

从实证结果来看，对当权者的监督缺位是高权力

距离导致高社会腐败的主要原因，而权力距离并不通

过资源向当权者集中这一机制影响腐败。可见，当权

者掌握一定的稀缺资源是权力寻租的基础条件，但不

一定必然导致腐败。只有当掌握稀缺资源的权力缺乏

监督时，高收益低成本的寻租行为才会迅速滋生。在

我国社会环境下，高权力距离带来社会监督缺位正好

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腐败频发的主要原

因。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从权力距离视角制定反腐政策

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新的思路。在当前我国现实情况下，

组织中下属往往对上级当权者言听计从，存在明显的

层级关系。即使下属知道上级有腐败行为，也不会主

动揭发，社会监督无从谈起。龙朝阳和田银华也指出，

加大惩罚或者提高薪酬激励无法遏制腐败，优化社会

监督环境才是预防腐败的关键[26]。因而，应当建立有

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真正把权力关进社会监督的笼  

子里。 

必须指出的是，文中所用的感知清廉指数是对清

廉程度的一种主观评判，用来作为腐败程度的反向代

理变量还不够客观。此外，各国的文化价值观随着时

间推移在不断发展变化，但 Hofstede 文化维度数据却

并非每年更新。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寻找更有效的

数据来代理腐败程度和权力距离。 

 

注释： 

 

①   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实证数据只更新到 2013 年。所有数据

均采用十年均值，因此未更新最新数据对结果影响不大。 

②   参见 2010 年 Hofstede 出版的书籍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its 
importance for survival。由于数据限制，我们只使用了 62 个

国家和地区的 4 个文化价值观维度数据。 

③   在 2012 年 IPC 报告中民意测验和调查报告包括：国际民意测

验组织( GALLUP) 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世界经济论坛

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

告》等 13 个报告，该指数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腐败度量指标

之一。 

④   世界银行: http://www.worldbank.org. 

⑤   菲沙研究所: http://www.fraserinstitute.org. 

⑥   国家风险国际指南: http://epub.prsgroup.com/products/icrg. 

⑦   自由之家:http://www.freedomhouse.org. 

⑧   导致内生性问题可能原因包括：(1) 主要变量 IPC 和 PDI 可

能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2)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重要解

释变量的可能。 

⑨   媒体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腐败行为的

揭露者往往是社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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